
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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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武训兴办义学而被载入正史，因其特殊身份与不凡功绩而成为备受赞誉

的历史人物。 但武训并非通过行乞所得兴办义学，他是一位理财高手。 他靠出卖祖产进

入金融市场，在商业放贷、小微放贷、代理人放贷中有效控制风险，成功获取金融收益；
并以“义学正”法人产权主体来合法募捐和投资土地，以土地未来收益支撑义学的长期

发展。 他在资本与土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得益

于在兴办义学的目标下，充分利用民间金融工具、地权市场和法人产权制度整合市场及

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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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史稿》卷 ４９９《孝义三·武训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

②　 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建祠、立碑。 有关武训的原始材料还有请奖表文、详文、请奖往来信札、

奏折、墓志铭、碑记、画像、年谱、兴学歌等，集中收入于张明主编《武训资料大全》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以下简称《大

全》）一书。 此书 ８０ 余万字，较为详实。 邢培华、张庆年《武训档案文献史料述略》（《档案学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一文中对这些历史

材料的内容作过简要介绍。 以往有关武训的研究，主要是对武训本人的历史评价，集中于清末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两个历史时期。 清末民国时期对武训其人其事的介绍评价见于《大全》，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对武训的评价虽是在政治运动中展

开的，但出版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样重要的材料。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为了对武训问题进行思想澄清，《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

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研工作。 直接或间接访问了当地各阶层人士，还收集了

清末民国时期有关武训的文字材料，最后出版《武训历史调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 年版，以下简称《调查记》）。 在这次调查中

找到了武训典买土地的部分契约简抄本，１９７５ 年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武训地亩帐》。

③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指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

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至此开始了全国性大批判。

④　 《调查记》批判武训“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 杨吟秋《行乞兴学义士武训先生事略》曾将其概括为“筹

款”“生息”“续本”三项（见《大全》，第 １０６ 页—１０７ 页）。 郭宇宽《作为投资家的武训》（刊《同舟共进》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一文生动而简

略地评价了武训的投资才华与兴学义举。

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这位生活在鲁西北地区的乞丐，因其累毕生之财力，兴办了三所义学，得以

青史留名，入《清史稿》孝义列传，①有“千古奇丐” “千古义丐”之称。 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受到了晚

清政府的嘉奖，民国政府的颂扬，近代诸位教育家的盛赞。②１９５０ 年电影《武训传》上映，１９５１ 年，电
影错遭批判。③拨乱反正后，１９８６ 年国务院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

以往对于身为丐者的武训如何累积财力、实现兴学一事，强调他依靠乞讨、辛苦积累。 然而，兴办学

校对晚清地方政府和富商大族来说都不容易，兴建校舍，聘请教师，长期运营，耗资巨大，管理复杂。 而且

既为义学，意味着不会有任何学费来支持学校的运营和持续发展。 实际上，武训是乞丐固然不错，但他创

办义学的钱财，却绝非靠乞讨累积起来的。 他其实更是一位理财高手，这一点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④如果

·２８１·



忽略这一关键，将会形成误导，①也可能造成对传统社会的误读。
本文不再着眼于其乞丐身份与兴学事业，而是聚焦于他究竟通过何种手段实现钱财的聚集，挖

掘其理财与经营之道。 武训为义学留下的财产，遍布三县，包括土地、房屋、店铺、生息资本等，计有：
堂邑县柳林义塾地 ２３０ 亩，义塾房屋 １ 所，计 ２０ 间；临清州御史巷义塾地 ７ 亩，又铺房 ３ 所，又存铺生

息京钱 １３０ 万文；馆陶县杨二庄义塾捐助京钱 ３０ 万文。② 全部资产折钱合计约 １０ ６２５ ８ 贯。③ 如此

分散而多样化的庞大资产，并非乞讨所得，武训的理财与管理之道确实值得关注。 武训在资本与土

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的能力，令人颇为惊讶。 从武训理财兴

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不仅能深入挖掘武训其人其事在精神层面之外的价值，而且由此折射出传统时

代财富积累之道，以及民间兴办学校与公共事务的途径。

一、初将土地变现为资金，继以资本放贷生息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出卖祖产向来都会被视为数典忘祖的不耻行为。 因此，将土地变现为资本，
这在当时是少之又少的。 出卖土地转化为亟需的商业资本，需要勇气与胆识，仅在商人阶层偶可见

之。④ 然而，同治初年（１８６２）武训毅然将祖传的 ４ 亩地变卖，得京钱 １２ 万文，连其历年所积，共 ２１ 万

文余，作为本金请人代为放贷生息。⑤ ２１０ 贯，三分利息，一年下来利息是 ２１０ × ３％ ×１２ ＝ ７５ ６ 贯钱，
利上滚利，为数可观。 出卖土地转化为生息资本，风险很高，武训一例是极为罕见的，也唯武训才有

此破釜沉舟立志兴学的勇气。 至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冬时，“统计所生息之钱，除买地 ２３０ 余亩外，本
利尚余钱 ２ ８００ 贯。”⑥２４ 年间，武训已经将最初 ２１０ 贯的原始资本经营扩大为 ７ ０００ 余贯。⑦ 资本放

贷生息是他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
由于金融工具稀缺，资本供给不足，传统时代放贷的利率较高。 武训既有大额的商业放贷，也有

零碎的小微放贷，“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⑧他特别注重资金

的流动性，不让资金沉淀下来，“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武训放贷，有其眼光和高明

手段，其放贷生息的经营之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商业放贷。 关于历史上商业贷款的研究比较薄弱，实际上商业贷款可能是传统历史

时期贷款的主要流向。 武训“常放钱给殷实铺户，三分行息，按月结账”，⑨“无论在堂邑，在馆陶、在
临清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一吊钱每月要三十个制钱的利”。 武训的商业

放贷主要是贷给当地的铺户。 他所在的山东临清，因地处京杭运河，在明清时期漕运兴盛时，成为华

北商业中心。 虽然清代后期随着运河的淤塞以及黄河决口与改道，漕运日益衰微，临清不复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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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乞讨所得不可能累积钱财支撑巨额兴学事业，而以合法兴学为目的进行乞讨，已经转化为募缘了，经费来源、规模与性

质，都与普通乞讨大不一样。
《临清州知州庄洪烈、堂邑知县王福增、馆陶县知县向植会请奏咨立案禀》，《大全》，第 ２１ 页。
此统计数字是武训办学个人投入资金的统计，其办学的总资费还应加上兴建柳林义学时募捐所得 １ ５７８ 贯，共 １２ ２０３ ８ 贯。
例如徽商汪延寿因“买卖少本”将田出卖。 详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二章“徽商资本的来源和积累”

所举《汪延寿卖田赤契》（合肥：黄山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５８ 页）。
这里“历年所积”的 ９ 万文余，可能包括其分家所得财物变卖而来，因为其时武训乞讨刚刚开始没几年。 关于放贷之人，《具

禀堂邑县署请奖表文》作娄峻岭与娄松岭，《纪武训兴学始末》则云由杨树坊代为放贷。 （《大全》，第 ３、１５１ 页）《武训先生行乞兴学

歌》歌谣云“存本钱，生利息，求求馆陶的娄进士”（《大全》，第 ８２ 页）。
《具禀堂邑县署请奖表文》《堂邑知县郭春煦造送义学房屋地亩详文》，《大全》，第 ３、５ 页。
买地 ２３０ 余亩计价 ４ ２６３ 贯，详见《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建坊片》，《大全》，第 １０ 页。
《调查记》，第 ２５ 页。 以下引自该书的资料，不再一一注明。
１９ 世纪民间利率通常以 ２０％为乡例，参见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

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社会经济史》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有关清代山东运河经济的发展详见王云《明清山东运河

区域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０６—２２４ 页。



但其余脉仍然延续，为南北货物交流之地，粮船络绎，市场较为活跃。 据《调查记》，单是兑换元宝、碎
银、放款出帖（银票）的银钱号（包括小的钱铺）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马市街的“际元”、锅市

街的“聚兴”、青碗市口的“永亨增”。
商业贷款通常有一定规模效应，而且武训选择品牌大银号，风险相对较低。 “成十吊的钱，放给

临清的银钱号、商店和地主。”特别是那几家大银号，武训与他们均有来往，把钱放给这些票号或是他

们所开设的字号；存放钱数每次约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 武训经常出入徐家大院（大夫第），“徐是

大地主、大豪绅，又是大银号‘际元’的老板。 武训常去‘际元’存款，出入‘大夫第’。”武训还选择大

商人施善政为他理财。 施是当地数一数二有钱有势的人物，是临清钞关包税者之一。 钞关是明清时

期设在地方的税务机构，临清为运河沿线钞关之一。① 武训在临清的财产，有相当一部分是交给施善

政等人去放贷的，其去世后统计：“临关经书等使库平银六百两，二分二厘行息，凭折取利，有卷可查，
系冯长泰承管”。②

一个乞丐与这些富商大户有生意往来，而且是其资金放贷者，显然此时的武训已然是一个民间

金融家。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富商大户的确不理睬这个乞丐，武训跪下磕头，在杨树坊家曾连跪数

天，“蓄满十贯，即跪求乡耆代为储存，藉权子母生息”。③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武训一个个敲开了当

地头面人物的高门大院，能够“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
商业贷款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一是相对于面向穷人的小微放贷，商业放贷的风险毕竟要低一

些。 穷人往往是生活借贷，很可能是难以偿还的。④ 二是依托大商家品牌经营，降低风险，还贷能力

较有保障；三是商铺资金需求规模较大也较稳定，放贷的信息搜索成本较低，单位成本低。 武训选择

当地最大的几家银钱号以及请施善政、杨树坊等大商人放贷，从而获利稳定而丰厚。
其二，小微贷款，不惮细琐。 “整注”的商业放贷之外，“小注”放贷武训也绝不放弃，武训去世后

在临清遗产中，零户贷放 １ ０００ 余吊。⑤ “武训在他们村上乞钱，当人家不给他，说没有钱的时候，武
训马上掏出钱来说：‘我有钱，我放给你。’”他在其双重身份中随机应变，一面是乞丐，一面是金融家。
这种小额贷款对于解决穷人贫穷的根源至为重要，尤努斯就以小额放贷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⑥ 尤

努斯放贷的利息很高，有的超过 ２０％ ，属于高利贷。 但对于穷人来说，资本供给不足与金融工具稀

缺，无处贷款才是最大的困难，正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其实小微贷款风险高，而且成本高，
一般金融机构不愿为之。 增加针对穷人的小微放贷资本供给，就成为扶助穷人的一种途径。

其三，代理人放贷。 武训请银号与富商放贷，可以视为他选择富商银号作为其资本放贷的代理，
当然也可以视为面向铺户和银号放贷，因为铺户和银号每个月都得向他支付利率。 小额放贷者通常

选择代理人。 一是因为小微放贷的客户非常零星分散，代理人更容易掌握贷款人的信用与信息，以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二是因为还贷不易，需要多种手段频繁追讨，甚至施之暴力。 在临清镇，其
合作代理人有校场村大地主李惠兰、河西地主李廷扬，还有上文提到的临清钞关的施善政。 武训还

把钱放给一个叫吕腊月儿的“地痞流氓”，经常通过他放贷给下街卖包子的、做小买卖的、卖纸元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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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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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扬：《明清临清运河钞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０８ 年。
《临清州士绅张 请转详存案禀》，见《大全》，第 １８ 页。
沙明远：《纪武训兴学始末》，《大全》，第 １５１ 页。
高利贷总是被道德抨击，实际上，借贷人最后走投无路，并不是所谓“高利贷”所造成的。 没有高利贷，贫困无告者的惨剧可

能更早发生。
详见《调查记》，第 ５３ 页。
２００６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从 １９８３ 年创立了为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为孟加拉农村家庭提

供小额贷款。 如今，全球已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的 ２５０ 多个机构效仿格莱珉银行的模式运作。 他认为借贷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并提出简

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 参见【孟加拉】尤努斯著，吴士宏译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传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版。



等小生意人。 药王庙街，常见武训三天两头去放账收账，但都是小注的。
武训善于选择各色代理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管理能力。 当他以“义学正”之名兴办义学广为

人知后，代理人其实也成为武训筹集资金办学的伙伴。
其四，重视信用与风险控制。 武训常年周游乞讨，了解客户的信用，在选择放贷时较能把控风

险，并相机选择相应的经营策略。 有一个卖鸡肠子的小贩，老婆是个赌鬼，经常用武训的钱，每次数

目不超过两吊，利息三分，武训怕她坑账，每次只放一个月。 这其实是以短期放贷来规避风险。
武训重视信用，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等信用高的机构、个人放贷。 对于这些风险相对小

的大品牌机构，武训选择长期放贷与规模放贷。 他自行放贷时，选择能够回本付息的“好户”———相

当于他评估的“信用分数高”的客户来放贷。 武训放贷还有一条附带的原则，必须是“够三辈”的人

家，债务人死了，还可以找他的后代算账。 或者说，这是武训考察信用的一种方法。
对于穷人或低信用者，没有抵押品，武训不会轻易放贷。 如果穷人要借他的钱，就必须有抵押

品，通常是“指地放贷”。 据《调查记》，馆陶县汪信远十几年借武训的钱，最后还不起，将“四十亩地

和九间房子折给武训”。 张玉池的曾祖父借了武训的钱还不起，便把地当给武训。 武训放贷讲市场

规则而不顾亲戚关系，“认钱不认人”。 武训是唐勤习的舅爷爷，唐勤习的父亲求武训借给他十吊钱，
武训不同意，坚持借钱就得要抵押品，他向唐勤习的父亲说：“行呀，你指给我哪一块地吧”。

最后，资本放贷的同时，投资铺房。 武训眼光独到，善于发现机会，着眼于未来，他曾放过一笔钱

（１０ 吊左右）给两个管理运河闸门的闸夫，以其河岸小屋作抵。 远离闹市的临时建筑，武训却能发现

其价值与潜在升值空间。 闸夫借了这笔“驴打滚”后，再也无力偿付。 武训执行债权，收了这间屋子，
租给了一个王姓剃头户。 因为这片河岸经常有船夫歇脚，于是剃头户便在运河口上开了剃头铺。 武

训按月去收房租，每月 ８００ 文。 他还当下铺房一座，当钱 １００ 吊，每月租价两吊 ４００ 文。①

以往关于资本放贷或者说高利贷的研究，形成一些既定印象。 实质上，高利贷始终有其存在空

间与内在逻辑，以其需求偏好和资本偏好满足某种选择，是多元化金融手段体系中的一种高风险的

民间借贷形式，其他金融工具难以完全替代；并以其市场定位与行业细分在多样化体系中降低系统

性风险。② 也因此，尤努斯的高利贷非但没有被指斥为剥削，相反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武训

的放贷行为在《调查记》中将其作为重点来批判，但里面蕴含的理财经营能力还是值得关注的。

二、法人产权：土地的未来收益支撑义学持续运营

除了资本放贷外，武训也重视土地的收益，尤其是兴办义学得到批准之后。 资本放贷收益期短，
风险高，从长期而言，土地收益较为稳定，风险低。 据《调查记》，武训在堂邑、临清、馆陶三县共有土

地 ３００ 余亩，其中堂邑最多。 武训土地交易的大部分文书以简抄账本的形式得以保存，称之为《地亩

账》，记载了从同治七年到光绪十九年买地、当地共 ２８０ 余亩。 三册《地亩账》上抄录 ７４ 张文约，内有

３８ 张，都是 ３ 亩以下的数字；１０ 亩以上的，只有 ５ 张。 ７４ 张文书记录的近 ２８０ 亩土地交易中，换地一

块 ２ 亩 ２ 分，当地、转当地共 ８ 笔 ２８ ６ 亩，余下均为买地。 地权交易方式多样化，既有活卖，有绝卖，
也有抵押、典当，活跃的地权市场为武训寻求土地未来收益地租提供了条件。

从《地亩帐》可知，光绪四年之前，仅有 ３ 笔“当地”。 光绪五年才开始一笔买地，随后的两年，武
训大量买入土地，也是数量最多的年份，分别达到 ６３ ２９ 亩和 １０４ ４５ 亩。 光绪八年以后则细水长流，
源源不断。 武训购买土地时不是以其自然人的武训本名，而是以“义学正”这一法人之名签署买地契

·５８１·

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①
②

《临清州士绅张 请转详存案禀》，《大全》，第 １８ 页。
龙登高、潘庆中、林展：《高利贷的前世今生》，《思想战线》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约的。 光绪六年三月的买地契中开始出现“卖于义学正名下”的说法，此后买地均以“义学正”之

名。① 也就是说至迟在光绪六年开始，其兴办义学之举应当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即“义学正”这一法

人主体得到确认，②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主体。 在传统中国，除了自然人外，法人也可以成为土

地所有者。 如“永锡桥柱”、家族之“堂”、寺庙、“会”“社”等。③ 此外，武训亦担心其家族后人争占这

些田地，遂将 １９０ 余亩地“永为义学之地”，以“义学正”为产权主体，杜绝了其他自然人侵占的可能

性。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学校经费不足，义学田产每年纳税在 ７０ 贯左右，获得政府免除，被归入“官
捐”。④ 这说明清政府设立了免税专项“官捐”，但义渡、廊桥等公益法人的田产，很少见到免除田税

的记载，因此也从未被揭示过。
土地买卖契约，需要赴官办理产权交割手续，包括纳土地交易税，才能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

证书。 但典当土地不需要发生产权交割，因此也不需要赴官办理手续，但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在光

绪六年“义学正”法人主体确立之前，武训很少利用地权市场寻求增值，仅有 ３ 笔典当土地的交易。
而一俟“义学正”法人主体资格得以正式确立，武训即倾其金融市场累积的资金，大举购买土地，以
“义学正”之名获得法人产权与未来收益保障。 因为其中一部分土地是用来建造校舍的宅基地，所以

其间有换地之举。
由此可以看出武训的不凡之处。 第一，武训购买土地，不以其自然人的本名签订契约，说明他从

一开始就明确矢志兴学，而不是为了个人。 第二，武训了解法律规定，以“义学正”法人主体购买土

地，能够超越自然人的寿命与局限。 因为这种法人主体，是得到法律保障的。 这些土地就已经不属

于武训个人，即使具体的管理也不由武训个人负责或控制，义学成立之后，由义学理事会主持具体的

管理事务。 第三，以“义学正”之名累积土地财富，使将来的义学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来源，才能确保

永续发展。 这种以法人产权机构的方式寻求发展的事例，并不鲜见，如书院、义渡、寺庙、善堂等。 这

种制度为武训兴办义学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表明，《调查记》断定武训为大地主，是不成立的。 第四，
武训兴办义学，既具有长远的规划，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行动力。 从光绪六年、七年大规模购地可以看

出，武训为买地准备和谋划已久，甚至有可能此前已与卖方达成初步协议，并做好了现金准备，因为

放贷都是有期限的。 一俟“义学正”法人主体被批准，就立即支付现钱签订买卖契约。 因为土地供给

是有限的，更不大会同时出现，想买也不一定有卖方。 光绪八年以后的买地行为与数量，才算正常。
在这些卖方中，不乏对义学的支持者，他们出卖土地给义学，也被视为一种支持甚至捐赠行为。 至光

绪十二年冬，统计共买地 ２３０ 亩有零，用去地价京钱 ４２６ ３８７ ４ 万文。⑤

义学正购买的土地，通常出租以获取未来地租收益，是一种投资行为。 义学正之地每年获地租

３８０ 贯用来支持义学的日常经费。⑥ 土地出租的对象，很多时候就是原田主。 即买地留佃，原田主转

让土地所有权，但在一定时间内，仍保留土地的使用权，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 如果到期交不

起地租，当然就会被收回土地使用权。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迟万德把 １ 亩 ６ 分 ８ 厘 ５ 毫 ３ 丝宅基地

卖给武训，文约上写道：“租价钱二千六百七十文，八月十五日交到，不到，将宅基收回。”⑦又，光绪八

年十二月十四日（年关），张珩松出卖自己的 ３ 亩 １ 分 ４ 厘 ５ 毫土地，文约上写道：“当日张珩松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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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明共价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为期，钱不到罚钱三百文，张岩松保。”①因为给予卖主当日租

回的优惠，所以武训获得延期付款的许可，或者可能是分期付款；或许是因为武训资金紧张，或许是

精明的武训利用这 ８ 个月去放贷生息。 买方获得所有权，同时将使用权出租给原田主，通常对双方

都是有利的，新田主不需要另外搜寻佃家，要考察其种田能力与信用，还要另签佃约。
发育较为成熟的地权市场，包括租佃关系，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使武训和义学正能够便利投资获

取未来收益，以稳定支撑义学的持续运营。

三、募捐筹资

当理财累积到一定规模，兴办义学初具条件，武训争取到当地士绅的支持与政府的认可。 此时，
武训便名正言顺地为义学募捐了，他拥有了政府批准的“缘簿”，可以合法地广泛发动和带动他人募

捐。② 武训合法地以募捐兴学为目的进行乞讨，其实质已经转化为募缘了。
乞讨所得，来自对乞丐个人的施舍，而捐赠则是对兴学公益的赞助与支持，性质不同，数量亦迥

异。 不加区分地笼统归入乞讨，容易形成认识误区。 武训经常“拿着各县绅士们替他立的缘簿到处

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善书’”。 缘簿上的捐赠者姓名，通
常会刻于碑铭或列入志书，而武训还推销精神产品，以资鼓励。

周游乞讨的武训，了解多方信息，募捐具有一定的优势。 事实上，他与僧侣周游四方募化资金兴

办公共设施，颇有相似之处。 民间兴办公共事业，资金主要来自于募捐，而僧侣一是受到民众信任，
二是云游四方化缘，熟悉民众捐款能力，因而常成为募捐的重要力量。 如宋代福建兴建桥梁，僧侣是

重要的参与者。③ 武训与之类似，也是周游四方乞讨，当他兴办义学得到士绅与政府的支持时，更能

够感化民众，得到信任。
乞讨、化缘、募捐，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与相似性，有时甚至难以截然区分。 和尚化缘事实上

与乞讨没有太大区别，简直就可以说“化缘”是和尚乞讨的专有名词。 而募捐也是一种化缘，又被称

为“募化”“募缘”；如果说和尚化缘是为了寺庙发展，那么募捐则通常是为了公共事业，因而募捐需要

得到合法的“缘簿”，即官府盖印认可的募捐簿。 如果说开始时武训是乞讨，当他兴办义学得到官府

认可之后，其乞讨也就演变成了募化；准确地说，是从个人乞讨转变成为公共事业募化，这大大增强

了筹集资金的能力。
募捐与纳税之间，历史上习惯用法也有相通之处，“捐税”连用，税有时也称捐。 严格说来，捐为

自愿，税为强制；但有时募捐，是以自愿之“捐”名，行强制“税”之实。④ 譬如《永锡桥志》所载捐献，捐
一千文者达数百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无异于税。 武训为了获得募化，有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
时会以其乞丐的死皮赖脸，说服人们为义学捐钱，甚至有点强制的味道。 无论如何，为义学募集资金，武
训不遗余力。 武训长期行乞，擅长说唱，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甚至不惜牺牲自

己的尊严，换来人们的施舍与捐赠。 凡此常人不具备的独特方式，都使武训具有了较强的募捐能力。

四、武训理财与经营之道是如何得来的

武训自幼丧父，随母乞讨，因此不谙农事。 传统农业全靠经验，经验来自代际传承，男孩从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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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助劳动力，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来获得农耕知识。 但武训没有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这方面

才能。
武训排行老七，上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 道光二十五年，武训 ７ 岁时，其父武宗禹过世，只能随

母乞讨，因此不谙农活。 《调查记》在这方面极尽贬损之笔墨，倒也大致是合乎事实的。 武训“染上了

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至十六七岁，其母亲设法送他到馆陶薛店远房姨夫张变征家

“扛活”（或作“抗活”，山东的方言），但他连一些庄稼活的基本常识也没有。① 因此，张变征只叫他看

管“树行子”（果树园），或者做一些喂猪、喂牲口的轻便活。 如此，武训获得的工钱也是最低的，顶多

不过“三鞭”的标准———４ 吊钱。② 因此工钱少，据说“武七大闹了一场就走了，没有再抗活。”③既然

抗活收入低也没有尊严，那和乞讨也没有两样。
武训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却具有理财的潜能。 武训结交三教九流，④他舅舅崔老华干过衙门里

的“赋房老总”，武训和他“最合得来”。 这段经历，开启了武训的理财之门，并释放了其数字天赋。 武

训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记忆力惊人，而且具有特殊的数字敏感性与天赋。⑤ 武训在腰带上打着许多

结，用来标记他放出的账项，不会弄错。 “自一缗至千缗，其利之相积，错落万端，而日利、月利、年利

又纷歧杂揉，变幻无不至。 训既不知书，复不通数理，则账簿契约，皆非所晓，惟恃一心记忆，则纤微

奇零，无弗综贯。 故身为债权者数十年，未尝有债务纠葛事”。⑥ 高峰时，二百多亩地的出租收租，数
千贯几十笔放贷，还分散在几个县域。 武训的理财能力可见一斑。

乞讨生涯，对有心人来说，或能锻炼营销能力。 武训行乞周游四方，信息灵通。 比普通人更能把

握市场信息，了解客户的信息与信用。 他善于发现机会，寻找放贷对象。 他需要察言观色，才能获得

人们的施舍。 他善于发现人们的偏好，想方设法满足别人需求，或者通过自己装疯卖傻，让对方高

兴，从而获得别人施舍给他钱。 他极其谦卑，善于沟通与协调，表达能力强，出口成章。⑦ 义学正式筹

建和修成之后，武训以情动人，以义感化人，整合各方人士与资源推动义学的运营。 他发动士绅与名

流组建了以 ４１ 名首事为代表的义学理事会具体管理办学事务，高薪聘请进士、举人为学校教师，提
高办学质量。 理事会治理模式当然不是武训首创，在中国民间有着成熟的制度安排与悠久的传统，⑧

这也是武训赖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武训有着旧时代守财奴式的极端节俭，对自己尤为如此，这在短缺经济时代通常是积累财富的

常见模式。 即使后来家财万贯，武训仍然乞讨维生，自己的物质生活极其苛刻“冬则衣敝袍一身，夏
则短袗或长袗一件，饮食即至臭不可闻者，亦不肯弃置于人，以故临终之年，腹疾数月，洩泄不止，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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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据说“豆沫（武训的绰号）不懂庄稼活，连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 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里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给掐掉了。”
“他啥活也不会做，出粪铡草都不会。 推车子架不准，摇摇晃晃，担水不使手，遛遛跶跶。”张变征即张老变，或张老辫，是武训的远房

姨夫，是个贡生，家里有四、五顷地，雇了几个人种地。 详见《调查记》，第 ２１、２２ 页。
当时劳动力最强的雇工———“头鞭”１ 年的工钱是八九吊，“二鞭”的工钱是五六吊。 详见《调查记》，第 ２１ 页。
回家以后，在决定今后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和他母亲、哥哥起了冲突。 武训认为“不如讨饭随自己”，“我出家了，你们别

管我！”详见《调查记》，第 ２２ 页。
据《调查记》（第 ２２ 页）载：“从那时起，他结交的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 当地群众说他年轻时最

欢喜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人是个有名的光棍，‘他专吃别人’。 王汤传说崔老华干过衙门里的‘赋房老总’，武训和他最合得

来。 可以设想，武训从崔老华那儿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的本事。 后来，武训就在许多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

力的流氓头子。”
拥有数字天赋的企业家很多，如林绍良、黄奕聪、陈永栽等著名南洋华商，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数字能力异乎常

人。
沙明远：《纪武训兴学始末》，《大全》，第 １５１ 页。
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 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 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

甜着哪！”“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详《调查记》，第 ２４ 页。
详见龙登高《廊桥遗梦：清代公共设施的经营模式与产权形态》，“‘制度·生态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

学会年会”主题演讲，北京，２０１６ 年。



或平居俭省过度”。① 对家人也不网开一面，②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财富

积累的手段之一。
武训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超乎常人的特质之外，其生存的土壤与环境，当时的条件与制度，

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１）临清一带较发达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使他能够借助商铺、银号放贷生

息、投资铺房获利。 ２）活跃的地权市场与租佃关系，③使他能够在土地与资本之间腾挪变换，通过出

租田地获取稳定的未来收益。 ３）法人产权制度使他能够以“义学正”之名为义学购买土地和积累财

富，并使之能够超越其自然人的寿命长期延续，保证了义学可以持续发展。 ４）民间团体的动员能力

与组织能力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即便身为乞丐也能够争取到士绅和官府的支持发起和筹建义学，并
通过首事（即理事会）来长期管理学校。

出卖祖产变现为资金，以资金放贷生息，用本息购买土地获取地租，再出卖部分土地获得经费，
以此兴建义学；以法人产权的土地收益作为聘请教师和义学长期运营的稳定经费来源。 这一切都出

自一个乞丐，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在其成功的背后，是市场环境与制度的配套与支持，主要是商业中

心临清的金融市场、发达的地权市场、法人产权与民间自组织，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供武训施展其抱

负；特别是以义学为旗号，使他能够获得士绅的合力推动，大商号与钱庄的协助，政府的支持。 武训，
这个传奇人物，褪去乞丐的外表，实际是传统时代的理财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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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①

②

③

《临清州知州李维诚呈送增生靳颚秋所造武训事实》，《大全》，第 ２４ 页。 又如：他所办的义学崇贤义学落成开学的那天，大
家吃饭坐席，他不肯入座。 后来给他一斤馍馍一碗菜，但不一会儿，他已经跑到窑上换了几个砖回来。 详见《武训先生的轶事———纪

念武训先生一〇九周年诞辰》，《大全》，第 ２５２ 页。
《调查记》（第 ２７、２８、２４ 页）载：“他娘他哥都没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

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其捐给义学之地后来拨给他 ４０ 亩“以为武训娶妻

生子之资”，但他终生未娶妻，而是将这些地作为祭田，让其子侄出钱 １０ 贯“供义学使用，下余资款除祭祀先茔需要奉养次兄及侄辈

日用之需”。
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１６５０—１９５０》，《经济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龙登高、林展、彭波：《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

系》，《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